















客家界定中的概念操控:民系 、族群 、文化 、认同
○黄向春
提 要:作者认为 , 客家界定之 “民系” 概念有别于 “民族” 的概念 。
“族群” 概念的引入 , 使得客家研究更具学术自主性与操作性 。而 “族裔实
体” 即为 “文化的承载单位” 理论的介入 , 人们更注重客家文化的研究 , 族群
认同 —客家认同 , 实为一种文化认同。 “民系 —文化” 论与 “族群—认同” 论
成为客家界定中两个基本的方法和理论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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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界定是客家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 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 但却始终没有达成共
识。在学术意义上 , 客家界定是一个学术概念的选择 、 运作或创立的过程 , 它反映出研究
者的不同视角 、 旨趣与高度 , 因此产生分歧有其理论背景上的甚至知识体制上的必然性。
随着客家研究的国际化与多学科化的发展 , 许多概念与分析模式都试图在这一领域寻找自
己的试验田 , 而 “民系———文化” 论与 “族群———认同” 论则逐渐成为两个基本的方法 、
理论诉求 , 客家界定等一系列问题都围绕这一轴心展开。尽管这两者之间由于种种原因还
远未达到相互检讨 、 对话的状态 , 但许多分歧都可以在这两者的互动中找到理论性的根
源 , 长期以来关于 “什么是客家” 以及客家形成时间等问题的讨论均可归结为客家界定中
“文化” 与 “认同” 的对立———即所谓客观 、 典型 、 同质文化要素(以客家方言与传统习俗
为主要表征)的建构与认同感(所谓 “客家意识” )的生成和彰显两者间的对立。
民系作为本土概念 , 是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中创立的 , 但在运用的过程中 , 罗先生
并没有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蒋炳钊先生认为民系就是汉人迁入非汉地区后与土著民族发
生文化互动而形成的既有别于其他汉人又不同于土著民族的新的人们共同体 , 他们具有共
同的地域 、 共同的语言(汉语方言)、 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共同的文化特征。王东先生把民
系对译成 the branchesofnationali ty , 并认为民系是在汉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上 , 由于自然环境 、
民族迁徙以及其它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动而由汉民族共同体内部衍生出的众多的支脉 , 这些
民系在总体上统一于汉民族共同体之中 , 但在语言 、 习俗 、 民情以及其它文化事象方面 ,
又具有各自的特点 , 构成一个又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 。概而言之 , 民系的实质在于指称
“同一民族共同体内不同支系” , 民系的形成取决于内外双重因素的互动———同质文化的
维系与异质文化的介入或生成 , 而且前者处于主导地位。可见民系是建立于文化的稳定
性 、 自主性和客观性基础之上的 , (虽然王东先生也强调一种 “动态格局” , 但这只是相对
于 “同一民族文化” 的整体性而言)文化渊源的历史追溯成为其主要的学术取向 , 这一取向
与中国传统民族史的研究旨趣是相一致的。然而这一 “自上而下” 的关怀与传统民族史一
样 , 易于陷入一个所谓 “客观” 的误区———把对由不同时空层面中抽取出来的文化因素的
整合等同于 “民族” 或 “民系” 的普同性 , 把族源的考证等同于 “同质文化” 的历史并进
而等同于 “民族” 或 “民系” 的历史。


















对于族源的追寻是一大进步),进而划定客家的界线 ,勾勒其形成 、发展 、演变及相应的族际关
系的历史过程。实际上 , 文化的维度在西方的民族或族群研究中也有其倡导者 , 六十年代
Naroll对文化与人群的关系作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总结 ,他主张“族裔实体”(ethinc entity)即为
“文化的承载单位”(Culture-bearing unit), 强调以文化特质的分布 、政治组织 、语言 、生态适应
及地方社区的结构等要素作为界定族裔实体的一般标准 , 换言之 , 一个族裔实体应具有同一
地域 、拥有相同的生活形式 、同属一政体 、操同一语言 、对环境有一致的调适模式且同为生活




的文化无关 ,决定性的机制不在于文化 ,而在于特定情境中的政治 、经济或生态等现实需求。
客家研究者往往在把从不同时空层面抽取出来的文化现象人为地整合为一个普同的 “客家文
化”并以之界定“客家民系”时 ,显然过于强调文化的“客观性” ,也过高估计了文化的规约力 ,
人成了文化的奴隶。实际上 ,即使在赣南闽西粤东这一“客家大本营”内 , “客家文化”也存在着
丰富多彩的地方性 , 人们早已注意到这种地方性差异似乎并不是以“民系” 为界线 , 而是以地
域之别为转移。这些地方性差异更生动地反映了族群活动的历史 , 为我们理解与把握人群与
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更具体而可靠的资料 , 遗憾的是 , 它们在现行的客家研究中不是被忽略不
计 ,就是被当作天下大同的“客家文化”的附属而一笔带过。此外 ,人群在生存竞争与适应中的
巨大能动性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文化可以被刻意地宣称 、利用 、操纵 、重组 、改造以及赋予新
的意义以达成变迁的需要 ,赣南客家方言区内普遍存在的所谓 “新客”过十四 、“老客”过十五
的中元节(俗称“七月半”)习俗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诚然 ,作为整体性的客家文化的提炼有
其自身的学术价值 , 它有助于研究者在宏观上把握民族或族群活动的时空大格局 , 但一味追






注的是“认同”及其动态特征。在“族群”的坐标上 , “客观”的血统 、文化特性等并非“认同”的决
定因素 ,客家方言群与以“认同”为基础的客家族群显然不是同步并列关系。尽管“族群”确如





源 , 把握个人 、宗族 、社会 、国家的多层次时空合力如何塑模动态的人群边界以及汉文化(汉
族 、汉语群)的地方化如何反映中国政治 、经济 、生态的发展史。
族群的维续及其边界的变化的内在本质在于族群认同(ethnicidentity),族群认同内化于族




















织作用 ,国家认同 ,群体认同 、社区认同及自我识别(self-identification)在一种协调与斗争的交
替状态中共同塑造了人及其群体 ,在不同的情境下 ,为达成有效的变迁适应 ,某一层次的认同
相对占主导地位 ,这决定了认同边界的动态性 ,认同象征也因之而或多或少地带上了“工具主
义”色彩。
客家认同是一个动态过程 ,在不同的时空层面上 ,客家认同有不同的边界 、表现以及不同
的文化动力策略。以 “过程民族志” 的方法建构起来的客家史呈现出客家认同在不同的情境
(群内及群际关系)中所具有的多样性。从对祖先的诠释 ,到由“土客之争”所引发的对自我的





史重构为主要形式的“客家运动” , 在本质上没有超越“族群运动”的范畴 , 这种运动是历史与





族的思想与现实的满清异族统治的矛盾 , 为个人及其群体与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背景 ,
在国家体系的建构与变迁中 ,根深蒂固的“华夷之别”的“中心———边缘”观再一次得到激发。
客家的聚居区———闽粤赣交界地区处于国家体系及地方体系的 “边缘” , 他们甚至被蔑称为
“ ” ,这一极为恶劣的处境迫使他们开始强调“中原汉人” 、“衣冠仕族” 、“炎黄———华夏———汉
族”的族群认同 ,以改善自己在“民族———国家”权力与象征体系资源争夺中的不利地位。从这
一角度去分析明清以来客家认同的不同层次的实质及其表现形式 , 能让研究者透过客家研究
更清楚地看到纷繁复杂的族群活动的社会性根源 , 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历史上国家文化 、
社会价值 、民族格局 、群体力量以及个人意志在社会变迁中的生动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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